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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助马克思的科学观点的实践性与历史意识，重新诠释“致中和”这一《中庸》核心概念，旨在推

动传统文化从符号复兴走向心灵觉醒。论文首先解析“致中和”内涵，指出其基于因果关系，但人类理

性难以把握复杂因果网络，儒家通过分层处理与渐进实现的策略应对。接着，阐述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

其实践转向的因果观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社会阶段论基于实践的问题解决机制，具有开放性，与儒家“致

中和”思想在对因果复杂性的认识、体系开放性追求及科学性基础建构上相似。论文最后总结对科学观

和个人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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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ractical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Marx’s scientific viewpoint to 
reinterpret the core concept of “Zhi Zhong He” (Achieving the Mean and Harmony) from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iming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s evolution from symbolic revival to spiritual 
awakening. Firs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Achieving the Mean and Harmony”, noting 
its foundation in causality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human mind’s difficulty in grasping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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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 networks. Confucianism addressed this through strategies of layered processing and gradual 
realization. Subsequently, the form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elaborated upon. His 
practical turn in understanding causality transcends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His theory of social 
stages, based on a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Achieving Harmony” regarding the recognition of causal 
complexity, the pursuit of systemic open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insights for the scientific outlook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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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已不再是理论探讨。中国近年来兴起的“国

潮”风，生动体现了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现象。汉服走进街头，故宫文创产品热销，传统节日

赋予新的表达形式，这些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对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它们让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

的根脉，也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在当代语境下的生命力。 
然而，在物质文化复兴的浪潮中，精神层面的空虚正成为一种普遍而深刻的现实困境。人们可以穿

上汉服拍照打卡，却未必理解其背后“礼”的秩序；可以收藏青花瓷瓶，却不曾体会古人“器以载道”的

审美哲学。物质符号成了文化表演的道具，而精神内核反而被边缘化了。 
《中庸》这类经典，如今在大众视野中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宝藏”。它的沉默，并非因其无用，而是

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其文化土壤。以注疏为主、义理推演为重的传统路径，难以回应当代人的精神诉求

与价值困惑。若仅凭古人学法来研究《中庸》，则极易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 
当代人需要的不是复述古人的智慧，而是重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性坐标。正如严复在致弟子熊纯

如的信中所言：“中国旧法，殆如粗矿，未经陶冶，终嫌杂质太多；必得如西人机械炉冶之方，加以提

炼，而后适于用也。”[1]马克思所主张的“科学”，不是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思辨，而是扎根于人类社

会实践、以历史发展为尺度的批判性认知体系。将马克思的科学观与《中庸》的思想对话，恰恰能为当

代人重新理解“中庸”提供一种实践理性的新路径。本研究借助马克思的科学观点的实践性与历史意识，

重新诠释“致中和”为一种理性哲学。本论文希望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从符号复兴走向心灵觉醒，

从被动传承走向主动创造。 

2. “致中和”内涵的解析 

2.1. “致中和”的理性结构 

“致中和”概念出自《中庸》开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

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 P. 2)“中”是未发之时的

内在平衡状态，“和”则是已发之后的行为节度。此语明面上只是在讲君子个体德性的修养，实则包含

深刻的宇宙论与价值论意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明确指出“中”与“和”的实现，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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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身之本，更是宇宙和谐运行的根基。 
由此可进一步辨析：“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二者虽在时间顺序上呈现先后。先有未发之中，

后有已发之和，但在认知逻辑上则呈现出逆向回溯的特点。我们往往能够事后总结出某一情境下的“和”

是由当时“中”的状态所促成的，但“中”本身却难以被事先预知或直接把握。换言之，“和”作为结

果，具备一定的可观察性与可测量性。它可以借助量化指标(如行为频率、情绪强度)或主观评价(如问卷

调查、社会反馈)加以评估。“中”作为一种潜在的、未显发的状态，则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非对象化特

征。只能通过事后反思、经验归纳乃至价值判断来反推确认。 
儒家学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传承文化精神，更在于面向未来提供具有前瞻性的价值

指引。这一使命的实现，既需要“从和见中”也离不开“见中知和”。 
要达成“见中知和”，就要对大量历史实践进行持续观察与反思，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

逻辑。这正是“致中和”得以成立的认知基础。可以说，“致中和”本质是基于因果关系的理性过程。 

2.2. 混沌性与实践智慧 

人类理性思维的根本基础，正是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如“下雨导致地面湿滑”这样简单的因果，几

乎人人都能理解。但对于立志平天下的儒家学者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把握复杂多维、交错嵌套的因果

网络——即那些非线性、非决定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因果结构。 
儒家思想对于“道”的理解基本继承自西周时期原始道家。“道”本质上可被理解为一条由因至果

的实践路径。“道者，路也”[3]，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道”作为因果秩序之具象化。对于具体的物之

“道”，因其因果链条相对清晰、可操作，故可说；而对于形而上的“大道”，则因其因果链条极其复

杂，故“不可说”。 
正如《淮南子》所载“塞翁失马”寓言所示，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4]。常

人仅能看到表面因果——失马→财产损失。而智者塞翁则洞察到概率层面的因果关联：失马未必带来灾

难，反而可能导向更大的收获。但他也无法未卜先知，不能断言“我丢的那匹马明天一定会带回一匹好

马”。这是因为概率因果体现的是可能性空间而非必然性路径。究其根本，“不可说”是源于因果关系本

身的结构性复杂性。一个结果可能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而成，一个原因也可能引发多种后果。这些因果

关系分散于自然与社会的广阔系统之中，呈现出混沌性特征。当我们将诸多局部因果整合为整体性的“大

道”时，便进入一种“玄而又玄”的认知境地。 
原始人类在探索因果时，若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常将其归因于神灵。这背后实则隐含一种深层逻

辑预设：即所有因果链条最终都指向一个统一的源头。一旦掌握这个总来源，便可贯通一切现象，实现

对世界的整体掌控。但“敬鬼神而远之”([5], P. 3)的儒家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即便存在这样一个总

因，人类是否能够真正认识并掌控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儒家清醒认识到：人类理性虽能构建因果模

型，却难以穷尽全部因果网络。 

2.3. “述而不作”的机制 

面对复杂因果网络，然而，儒家并非束手无策。其应对策略体现为两个核心维度：分层处理与渐进

实现。 
分层处理这一策略在《中庸》的叙述结构中尤为明显：表面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以因果逻辑为骨架，

层层展开。例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一段，虽列举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等九项具体事务，但

其内在逻辑正是通过理性因果链条构建而成，每一句皆构成一个明确的行为—结果因果单元，形成一套

可操作、可验证的伦理实践模型。九经的因果描述并未指向单一的“元因”体现出一种更为成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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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真正的治理智慧不在于寻找一个万能解释，而在于建立多层次、可分解、可执行的因果模块。正

如朱熹所言：“九经之目，各有条理，各有所主，非一端可尽。”[3]在儒家分层结构中，高层次与低层

次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限制或压制，而是一种具有高度开放性与生成性的包容机制。儒家的人之道，

就是“仁”。关于仁的具体表述，仅在《论语》中就有多种。儒家的分层观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开放主

义。 
渐进实现的策略被儒家称为“诚”，此字兼具认识论与实践论双重意涵。“诚”本义为信，强调言行

一致、内心真实，体现对因果链条的求真认知。其构形中的“成”部，则暗含“充实”“完成”之意，指

向行为的持续积累。因此，“诚”的方法确保每一阶段的实践都建立在对现实因果的理性把握之上，同

时又推动个体在实践中逐步趋近“中和”状态。 
正是在这种“分层”与“渐进”相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儒家理论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形态：即

“述而不作”([5], P. 3)。其中，“述”意为绍述、承续，指对先王之道与历史经验中的忠实记录与传承；

“作”则指原创性的体系建构。然而，将孔子简单理解为“复古主义者”，实则是一种误解，甚至在概念

上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孔子所言之“复周礼”，并非对先王制度的机械照搬，而是在深刻的历史

理性基础上进行的价值重构与实践调适。这一点在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中已有显著体现：今文学派强调

孔子致力于通过阐释古代经典来构建理想秩序，古文学派则倾向于视其为纯粹的“述而不作”。二者虽

立场不同，却共同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孔子并非拘泥于某一朝代的具体制度，而是以理性眼光审视

历史经验中的因果结构，并据此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伦理政治方案。 
《中庸》所谓“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正说明孔子并不主张脱离现实的空想式

复古，而是强调从当下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秩序重建。他之所以推崇周礼，是因为它在当时的政治语

境中最接近理想治理的实践形态，而非因其神圣不可更改。若依其逻辑推演，为何不恢复商礼或夏礼？

又为何不追慕大舜之礼？《中庸》中“虽善无征”一句，恰恰点明了孔子的历史观核心。即便某套制度在

理论上具备道德正当性(如上古圣王之制)，若无法在现实中验证其有效性(即缺乏“征”)，便不能盲目施

行([2], P. 4)。这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因果判断：任何政治制度的成功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

重变量交织作用的结果——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文化认同乃至统治合法性等复杂链条。而这样看

待社会发展的思路，和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相似之处。 

3. 从因果关系看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 

3.1. 实践转向的马克思因果观 

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在当代仍具生命力，其根本不在于对“实践”这一概念的重复强调，而在于它完

成了一次深刻的认识论转向。这种转向并非简单地回归经验主义，而是对传统哲学中“真理–经验”二

元对立的彻底重构。 
实践作为方法论原则，在西方思想史上早有先例。伽利略正是通过系统的实验观察与控制变量的方

法，首次以实证方式驳斥了统治欧洲千余年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体系。这标志着“用实践检验真理”的

现代科学范式的开端。然而，这种实践理性很快遭遇了大卫·休谟的深刻怀疑——他指出，人类所能获

得的经验始终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所谓“真理”却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

沟。尤其关键的是，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基础：我们只能观察到事件的时间先后(恒
常联结)，却无法感知其内在必然联系；因此，“因果”不过是心理习惯的产物，而非客观实在的属性。

在此基础上，休谟进一步区分了“真理”(absolute, necessary truths)与“科学”(empirical, contingent 
knowledge)——后者只是经长期经验验证的高概率假说，并非终极确定的知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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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认知危机，19 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试图重建科学与真理之间的统一性。

他们通过构建一套先验的理性结构体系，将历史发展纳入“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逻辑轨道，从而赋予

科学知识以某种先天合理性。但这种努力本质上仍是形而上学的，它预设了一个终极形态，使得历史演

进失去开放性和可变性，反而陷入封闭的目的论陷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哲学实现了真正的突

破。他果断地放弃对“终极真理”的执念，转而拥抱一种实践导向的科学立场。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诞生，科学界普遍接受了——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

标准成为主流科学哲学的核心原则。科学不再被视为静态真理的集合，而是一个开放、批判、不断自我

更新的认知系统。这意味着 19 世纪以前“确定性科学观”的终结。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桎

梏，不提供现成答案，也不承诺终极目标。它率先确立了面向现实问题、以实践为基础、具有高度开放

性的科学方法论。这提供的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识别矛盾、提出方案、并通过实践加以验证的分

析工具。正是如此，马克思哲学能在 20 世纪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 

3.2. 科学视角看社会阶段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为核心逻辑，其社会变迁观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式的

线性演进模型。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由现实矛盾驱动，而是作为绝对精神实现自身自由的必然过程。“国

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它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此具有绝对的最终目的。”[7]在这一框架下，

政治国家被设定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它不仅是制度的完成，更是理性与自由的最高体现。然而，

这种设定也带来了根本性的理论困境：一旦预设了最终的社会形态(即政治国家)，所有历史进程便只能朝

着既定方向“合乎逻辑”地推进，从而丧失了开放性与可能性。换言之，黑格尔的历史观虽具高度思辨

性，却难以解释现实中社会变革的多样与非预期。 
与此相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放弃对“先天结构”的依赖，转而将社会变迁理解为基于实践的问题

解决机制。这正是其理论最具生命力之处——开放性。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先验确定的社会形态蓝

图，而是强调社会阶段是人类在应对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经济矛盾时所生成的产物。这种演化不是某种

先天结构的结果，而是人类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调整–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具体而言，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并非建立在抽象因果链条之上，而是植根于对物质生活条件与分工

关系的分析。正如他在《资本论》中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将“生产力”界定

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其中最本质的是分工体系。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

展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8]。以原始社会的演进为例，原始社会因分工不足，无

法支撑复杂协作，因此生产力不足。但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特别是剩余产品的出现，上下级关系逐渐

制度化，奴隶制由此产生。尽管奴隶制具有压迫性，但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当时最基本的生存问

题——如何组织大规模劳动以提高效率、积累资源、形成初步文明形态。 
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核心机制——异化(alienation)。马克思的异化，并非单纯道德批判，而是指人类

为了解决旧问题而采取的方法本身，反而催生了新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奴隶制解决了低效生产的难题，

却制造出人剥削人的制度；资本主义解决了商品交换的效率问题，却导致劳动与资本的深刻对立。因此，

社会阶段的更替不是直线前进，而是通过“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循环不断重构，呈现出一种辩证的

阶段性跃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声称自己能够预先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具体面貌。相反，他对历史分期的

理解始终具有强烈的经验建构性。例如，“原始社会”这一概念直到晚年才因其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

后才得以系统化，此前并无明确界定。这恰恰说明：马克思的社会阶段理论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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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材料不断修正、拓展的认知框架。 
从这个角度看，争论“社会阶段是否必须循序渐进”或“能否跨越发展阶段”，已失去理论意义。因

为马克思的科学立场在于不关心某种形态是否“理想”，而关注它是否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现实问题。进

步的方向性不是来自先验设定，而是源于实践中的问题导向与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理论不仅具有解释历史的能力，更具备指导现实变革的实践潜能。 

3.3. 从科学视角对比儒家哲学 

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儒家思想中的“致中和”，我们能够发现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思

想共鸣。二者虽根植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历史传统，却在对因果复杂性的认识方式、对体系开放性的价

值追求以及对科学性基础的自觉建构上展现出深刻的相似性。 
儒家强调“致中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分层、渐进的认知策略。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试图建立单

一、线性的因果链条，儒家并不预设一个终极因果图景，而是主张通过个体修养与社会调节实现动态平

衡。它不追求绝对必然性，而是承认现实世界的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之交错状态，从而发展出一套具有

高度适应性的实践智慧。这种“中和”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复杂性与非线性的深刻体认。 
无论是儒家的“君子之道”还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其理论体系都内在地具备开放性特征，而这

种开放性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儒家讲“仁者爱人”，强调德行与责任的

统一；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社会性发展与理想社会的构建。两者都不将制度或知识视为封闭的终点，而

是视其为服务于人的成长与社会和谐的手段。“格物致知”作为儒家修身的核心路径，其本质不是获取

抽象真理，而是通过对现实事物的持续观察与实践分析，逐步接近“道”的运作机制。这与马克思所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形成呼应。二者皆反对脱离实践的空洞思辨，

主张在变动的社会现实中不断调整认知框架。 
特别的儒家思想虽然不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自居，但其核心方法论——尤其是明末以来以测质

重新诠释“格物”，已显露出某种科学精神的雏形。王夫之所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质者也。有质则

有象，有象则有数，数者，天下之至变也，而各有则焉。”[9]明末来说明格物。当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

晚清士大夫如严复、康有为等人正是借助“格物”这一概念来翻译“science”，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儒

家传统中蕴含着一种基于实践的认知逻辑，这种逻辑与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潜在契合性。这正印证了

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科学不在先验设定，而在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之中。 

3.4.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差异与会通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对复杂因果关系的认知时，二者表现出比较大的相似性。当然，其深层

的世界观根基、历史演进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唯有先厘清这些根本分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们的本质。

在充分理解两者差异的基础上，才能知道两者可以用何种方式实现有限的会通。 
从世界观看，马克思主义将物质生产实践置于第一性地位，其核心命题“存在决定意识”揭示了历

史演进的底层逻辑。在这一视角下，人类社会的任何现象均可追溯至物质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不存在

超越物质基础的“超自然力量”或抽象伦理本体作为终极解释。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儒家思想虽未确立

人格化的神灵信仰，却始终保留着对“天”或“道”这一伦理本体的终极依托。这种世界观的差异进一步

延伸至历史观层面，形成了线性进步与循环调和两种不同的演进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承认发展的

方向性，进化性。儒家的历史观则围绕“治乱循环”展开。在儒家看来，历史并非线性前进，而是“盛世

–衰乱–新盛世”的周期性波动。显然，两者分别对应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 
传统社会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社会成员以熟人为主，结构相对同质化。而现代社会建立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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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之上，社会结构异质化、流动化显著，规则要依赖法律、契约与程序。对于现代化

时出现的具体问题，用传统社会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不该寻求在概念和器物上寻求两者的机械结

合。 
而在承认社会系统复杂性、实践经验性及开放性上展现出共同基础。这才是两者会通的基础。对于

一个现实问题，并不将其简化为单一因果链条，而是承认多因一果、一因多果的交错状态。在行动上尊

重大众和保持开放。比如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城市商业领域，许多影响深远的试点其实源自老百姓在现实

压力下的自发探索，政府事后观察成效才予以追认推广。当时大量返城知青与待业青年面临就业困难，

国营和集体企业岗位有限。于是一些人在街头巷尾摆摊、开小修理铺、做小餐饮、贩运小商品，用简陋

条件自谋生路。这些个体经营起初多在政策灰色地带，甚至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北京、上

海、广州、温州等地，它们因方便群众生活、增加就业、活跃市场、补充供应不足而逐渐形成活跃的交易

网络。基层干部和相关部门注意到这些自发商业活动的实际效益后，没有简单取缔，而是先进行局部追

认，允许登记为“个体劳动者”，划定经营范围与条件，观察运行情况。这一“群众首创–基层试行–上

级观察–追认推广”的路径，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2], P. 6)的
治理方法，异曲同工之妙。这印证了在承认社会系统复杂性、保持开放与尊重实践的基础上，不同思想

资源在行动层面可以互相借力。 

4. 马克思科学视角看致中和的启示 

4.1. 科学观念的启示 

马克思的科学观与儒家学说虽源于不同文明传统，却在对因果关系本质的理解上达成惊人一致。二

者均否定那种以线性、封闭、决定论方式把握世界的古典科学幻象。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直接否定了“自

上而下全盘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想主义治理路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

度并非单一变量驱动的结果，而是由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再生产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历

史产物。任何试图通过单一政策或顶层设计彻底改造社会的做法，往往会在实践中遭遇意想不到的新矛

盾。儒家同样洞察到这一点。其“致中和”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应对复杂因果系统的实践策略：不是强行

控制所有变量，而是通过调节关键节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秩序)来维持整体系统的稳定。这

种“分寸感”背后，是对因果链中“蝴蝶效应”的深刻体认——微小扰动可能引发巨大震荡，因此必须谨

慎处理每一层级的问题，避免越界干预导致系统失衡。基于此，我们可提炼出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尊重历史经验：它是人类集体实践对复杂因果关系的长期沉淀 
历史不是抽象规律的载体，而是无数个体在特定条件下反复试错、调整、总结形成的认知结晶。正

如《礼记·大学》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所谓“本末”并非绝对优先级，而是指在不同历史阶

段中，某些因果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正是在肯定历

史经验作为认识工具的价值——它不是静态教条，而是动态的知识库。 
第二，尊重人民的智慧：分散决策是复杂系统中最有效的信息整合机制 
人民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最广泛的信息接收者与实践参与者。他们身处具体生活情境之中，面对

的是真实世界的多维因果网络。即便没有统一理论指导，他们的日常选择(如市场行为、邻里互助、文化

传承)也在无形中完成了对局部因果关系的微观分析。这正呼应了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判断——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真理，而是因为他们处于因果链条的末端，能够感知并反馈最真实的变动

信号。当代治理不应忽视这种“草根智慧”，而应将其纳入制度设计之中，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循环。 
第三，实行分层研究：这是破解复杂因果迷宫的关键策略 
大问题固然值得研究，但必须明确其边界与层次。若贸然进入细节层面，极易陷入“过多变量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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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认知瘫痪。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质是一种层级递进的认知框架：先修己身(个人

行为)，再理家庭(小共同体)，进而参与国家事务(公共领域)。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层基础上，而非跳跃式

推进。马克思亦如此：他分析资本主义时，从商品交换入手，逐步深入到剩余价值、资本积累、阶级分

化，最终指向整个社会形态变迁。 
马克思的科学观点与儒家学说共同指向一种基于实践、承认局限、尊重多样性的科学态度。它们提

醒我们：真正的科学不是追求终极答案，而是学会如何在不确定中行动，在混沌中识别模式，在分层中

找到突破口。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社会治理，也深刻影响着当代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复杂

系统的应对策略。 

4.2. 对个人的启示 

在当代社会快速变迁、价值多元激荡的背景下，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不仅未显过时，反而展

现出强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现代人的个体成长而言，君子之道提供了一种既具道德高度又具实践可

行性的修养路径。 
君子之德的第一要义是保持谦卑。这并非出于自卑或顺从，而是源于对人类理性局限性的清醒认知。

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2], 
P. 7)这里的“至诚”，不是某种已完成的状态，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追求过程。它指向一个理想化的认知

境界——如同数学中完美的圆存在却无法被画出，真理虽可被接近，但永远无法完全占有。因此，真正

的君子始终保有对未知的敬畏、对差异的包容、对经验的尊重，从而避免陷入傲慢与偏执。 
这种谦卑态度，正是现代社会最稀缺的精神资源之一。在信息爆炸、算法推荐、话语极化的时代，

人们极易陷入“我已知晓一切”的幻觉，导致认知窄化、判断失衡乃至价值崩塌。而君子之道提醒我们：

越是接近真理，越应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越是有所成就，越要警惕自满的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

复杂的现实中保持心智清明，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至诚”作为君子人格的理想目标，其价值正在于它的不可达性。正因人类无法真正达到“至诚”

的完满状态，才赋予了个体成长以无限空间与持久动力。这正是儒家智慧的独特之处，通过设定一个崇

高但遥不可及的目标，激发人不断反思、修正、前行的内在动能。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是一个

历史过程”高度契合——自由不是终点，而是持续奋斗的过程；同样，至诚也不是完成品，而是终身修

炼的方向。 
《中庸》中那句“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正是对此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不是一种

悲情式的坚持，而是一种清醒的使命感：即使道路漫长、困难重重，哪怕中途曾迷失方向、遭遇挫折，君

子也绝不轻言放弃。因为他的努力本身就有意义——每一次自我更新，都是对人性潜能的拓展；每一步

向前迈进，都是对“至诚”这一理想的靠近。 
儒家君子之道并非复古式的精神枷锁，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格范式。它告诉

我们：真正的成熟，不是拥有完美答案，而是愿意持续追问；真正的智慧，不是宣称绝对真理，而是始终

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这个意义上，君子不仅是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更是每一个渴望成为更好自己

的现代人所能仰望的精神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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